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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传统教化的近代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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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伴随着近代社会经济格局的异动，中国传统教化结构及其哲学理念由松动进而产生裂变，

并呈现出新旧杂糅并存的状态。其中，维新派与传教士的交互影响，使西学知识得以迅速扩张与下沉；而

顽梗的制度化儒学教化体系之最终瓦解，则得益于清末兴学、学制建立和科举废除所带来的连环而巨大的

冲击波效应。社会经济的二元格局与教育体制的内在变革是中国传统教化走向终结的深层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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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德里达之见，所谓“解构”，“不单纯是拆除某建筑结构，也是拆除基础、封闭结构，以及整个哲学

建筑体系———这并不意味着把它打倒，而是重组”①。中国传统教化在近代的命运正是不断重组与重

构的瓦解过程：社会的基础性变迁与西学新知的强烈冲击迫使传统教化结构呈现出新旧杂糅的状态，

一些头脑清醒的有识之士开始自觉反思传统价值观，并将传统教化的“体用一致”改造成近代意义上

的“中体西用”；与此同时，在维新派与传教士的交互影响下，西学知识得以不断扩张与下沉；而清末兴

学、学制建立和科举废除所带来的连环冲击波，更彻底摧毁了根深蒂固的制度化儒学教化体系。探讨

传统教化的近代演化逻辑，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加深对近代教化问题复杂性的认识。

一、社会变迁与中国传统教化结构的异动

由学校与非学校所构筑的儒家社会教化网络组织系统之所以长期存在，是因为该组织系统适

合于恒久不变的小农封建经济社会。然而，鸦片战争的爆发却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变态的社

会”［1］（p.3）。在这一“变态”的近代社会里，西方列强“打破了中国前现代社会停滞型的经济制度和

超稳定型的政治体制”，将古老中国“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一体化的经济体系，变为它们的原料产地、

商品市场和加工场所”［2］（p.753）。但经过百余年的努力，中国并没有完全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经济发

展始终呈现出典型的二元结构格局：“都市经济以及生活方式越来越现代化，广大农村则仍然滞留

于传统农业经济结构中，其生产手段与生活方式与城市比较似乎变得越来越传统和落后”［2］（p.753）。

但总体而言，经济结构中的半封建性在逐步缩小，半资本主义性在逐步扩大，而广大农村中的封建

性较之城市无疑更为浓厚。

与这一社会变迁相呼应的是，传统教化结构亦随之松动、变异，并呈现出新旧教化体系杂糅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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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的状态。王先明先生在《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论》一文中指出：“与传统乡村社会的教化体系———官

方与非官方教化组织二元同构性体系不同，近代乡村社会的教化体系乃是一个新兴教化体系与旧

式教化体系异质并存的复合体⋯⋯新旧乡村教化体系的异质并存便构成了晚清乡村教化模式的时

代特征。”［3］（p.225）特别是由于小农经济根深蒂固，广大乡村经济并没有因为外力冲击而出现显著变

化，这就为传统教化的继续存在提供了极好的温床。1847年的一份家塾课程记叙了当时儿童的日

常生活：“早起，少长以序，入塾拜先师神座，毕，谒拜师长，请安毕（应对进退礼节，以管子《弟子职》、

朱子《小学》为主），理昨日生书、带温书一卷，背。上生书，师长先依经讲解逐字实义，毕，再讲实字

虚用、虚字实用、本义有引申、异义有通假之法（以《说文解字》、《尔雅》、《广雅》、《玉篇》、《广韵》为

主）。”［4］（p.86）这种遵循并践履儒家日用伦常，讲解并背诵儒家经文大义的生活和教学场景，在二十

多年后的蒙学读物中依然故我。如1870年《小学义塾规条》这样写道：“塾中功课，未识字者先识方

字一二百，即授小学诗（新刻《续神童诗》，为人道理都已说到，尤妙在句句明白；如《续千家诗》及《孝

经》、《弟子职》、《小儿语》各种，如有余力皆可接读。其每日讲说，则以学堂日记、学堂讲语为最）。

务须尽二月内训毕一二本，细与讲说，一面恳切训诲，教以身体力行，照所读之书做人，方不差误。

午后把笔学写格言仿本百字，每傍晚必讲说做人道理二三则，使之互相核讲。每日天明即起，必先

在父母前揖禀，洒扫家庭内外，然后入塾。”［5］（p.90）在这一义塾规条里，除了要求儿童平日里演习儒

家经言庭训外，特别强调要“照所读之书做人”。此外，晚清塾师每逢朔望之日，照例还要“讲解圣训

广训一段，耆老民人皆许集听”①。

当然，儒家教化之所以仍然盛行于乡野民间，关键还在于其背后的科举功名支撑。王筠在

1896年曾说：“教子者当别出手眼，应对进退，事事教之，孝弟忠信，时时教之。讲书时常为之提倡

正史中此等事，使之印证，且兼资博洽矣。学问既深，坐待功名；进固可战，退有可守；不可痴想功

名。”［6］（p.100）虽然近代以来，已有不少学者对科举制度提出诸多严厉批评，但由于该制度迟迟未能

废除，致使许多人明知中央官学、地方州（府）县学徒具其名，大小书院陈陈相因，保甲、乡约组织亦

多流于形式，仍不免持隔岸观火的无所谓态度。只要科举制度还存在，绅士乃至预备绅士并不以此

日渐腐朽的传统教化为耻，反以为荣。正如张仲礼先生所说：“官学和整个科举制度旨在迫使绅士

以及谋取地位的沉湎于‘科举生涯’，将他们的思想导入以纲常名教为重点的官方思想渠道中去。

再由接受灌输的绅士将这些儒学原则印入民众的头脑中。目的便是造就一个满足于清朝统治和现

存社会结构的清平世界。”［7］（p.205）

与乡村相比，晚清城市的现代化力量则在不断累积，半资本主义因素亦是潜滋暗长。一些头脑

清醒的士大夫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威慑下开始痛苦反思“重利轻义”、“重道轻器”的中国传统价值观，

并对千年不变的王道教化提出质疑。如魏源就明确诘问道：“天下亦安用此无用之王道哉？”［8］（p.36）

强调以“实事”、“实功”取代空谈玄理，要求冲破“夷夏大防”，主动地“师夷长技”。然而，部分经世派

学者的呐喊并没有唤醒绝大多数熟睡的帝国臣民，直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再次强烈刺激，才使国人惊

觉自家沉疴病体之严重，始有所谓“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为自强之言”②。在众多自强之言中，

洋务派的“中体西用”可谓别领风骚。他们除努力经营许多洋务实业外，还开始在北京、上海、福州、

天津、广州等城市创建了一系列新式学校，派遣留学生，并进行科举改革，旨在培养既能“卫道”，又

能“御敌”的洋务人才。

作为洋务派指导思想的“中体西用”，其本意乃在于“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本，辅以诸国富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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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9］（p.84），强化的仍然是张之洞所极力卫护的“三纲五常”，突出了儒学伦理价值本位的精神旨趣，

这一点与传统教化精神是一致的。但另一方面，由于该命题承认了西学存在的合理性，这就必然地

潜藏着新教化的发展方向。因为通过该命题，西学被堂皇地引入中国，而西学的引入———哪怕只是

器物层面，都不免要触动顽固派的敏感神经，引发价值领域的激烈冲突。如当倭仁得知“技艺之末”

的天文算学将登上同文馆的正堂时，竟声泪俱下。他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道，在

人心不在技艺。”［10］（p.9）然而，企图以“仁义”之道去对抗列强的坚船利炮，已不为洋务派所置信。同

理，当西学认识进一步深入至制度乃至观念心理层面，更容易引发人们深层价值的分裂与冲突。正

是这一系列价值冲突，导致了传统教化结构不断发生异动与重组，并催生现代性教化的兴起。

二、西学知识的扩张及其对传统教化旨趣的消解

19世纪中后期，在京师同文馆的“八年课程”以及福建船政学堂（1866）、上海操炮学堂（1874）、

福州电报学堂（1876）、天津水师学堂（1880）、湖北自强学堂（1893）等新式学堂的课程中，均可以真

切地感受到西学知识体系中的语言、科技、军事等方面知识开始进入中国学校课程。社会上也出现

了许多西学翻译出版机构，如上海就有墨海书馆、美华书馆、江南制造局等译书机构，其中江南制造

局更被誉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中心”［11］（p.495）。但当时西学的实际影响仍十分有限。张仲礼先生

即指出：“江南制造局内所设翻译局出版之书竟无人问津，这也可说明西学知识的不流行。中日甲

午战争前的30年内，该局所译西方技术书籍只售出1.3万册，平均每年仅售约400本。”［7］（p.208）但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1895年甲午战争才大大刺激了人们接受西方知识”［7］（p.208），人们对西学

的认识也更加深化了。一批有志于变革现实政治制度的维新派人士普遍接受了西方近代学术政治

思想和人道主义观念，开始超越器物技术知识与军事科学知识。康有为即认为：“泰西之所以富强，

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12］（p.130）强调不仅要学习西方国家的军事科技知识，更要学习其政

治、经济、文教制度。有鉴于此，维新志士所设想的西学知识无疑大大扩展了。如康有为1891年创

建的万木草堂共设有四个学科，分别为：（1）义理之学，内含孔学、佛学、周秦诸子学、宋明理学、泰西

哲学；（2）经世之学，内含政治原理学、中国政治沿革得失、万国政治沿革得失、政治应用学、群学；

（3）考据之学，内含中国经学史学、万国史学、地理学、数学、格致学；（4）中国辞章学、外国语言文字

学。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学科架构已冲破“中体西用”樊篱，体现了中西杂糅汇合的特点。

与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大讲西学相呼应，严复则以极大热忱翻译了《天演论》、《原富》、《群学肆

言》、《法意》、《名学》、《社会通诠》等西方学术名著，从而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知识视野。特别是《天

演论》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在很短的时间里产生了全国性的巨大影响，一时间，“天演”、“物竞”、“淘

汰”、“天择”等术语成了“口头禅”。在严复看来，西学知识本身就是体用一致的有机体，既要学习其

自然科学知识，又要学习其社会科学知识，认为“中体西用”就如同“牛体马用”一样，割裂了社会有

机体原则。因此，他主张在全面汲取西学的基础上与中学相互融合，力求做到“统新故而视其通，苞

中外而计其全”［13］（p.560）。

除译介西书外，维新派还十分热衷于通过学会及新式报刊传播西学知识。以《时务报》为例，梁

启超就连篇累牍地在其主编的这份报纸上介绍西方学术政治与思想文化知识，一时风靡海内，影响

深远。据专家推算，“《时务报》受众的总人数在一百万以上当是可能的”［14］（p.181）。

西学知识的迅速扩张，不仅要归功于维新派及其创办的各种学校、学会以及报刊媒体的大量宣

传，在传教士所主持参与的教会学校、教堂的活动中更有突出表现。以教会学校为例，它起初多是

免费招收苦孩子，是带有浓厚义学性质的初等学校。但借助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种种不平等条约，

教会学校很快发展为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各门类齐全的学校系统，“到19世纪末，教会学校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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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到2000所左右，学生数增加到4万人以上”［15］（p.319）。

就办学目的而言，教会学校显然与儒家教化旨趣针锋相对，对此传教士也并不讳言。狄考文在

1890年就明确表示：“如果我们要取代儒家思想在人们思想中的地位，从受过儒家思想教育的人那

里夺取他们现在所占有的地位，我们必须培养受过基督教和科学教育的人，使他们能够胜过中国的

旧式士大夫。”［16］（p.15）可见，传教士不只是要使一般士人归化，更期望通过已归化的士人去控制底

层普通民众的意识与行为。狄考文坦称：“我们受命向芸芸众生宣讲福音，我认为这意味着我们必

须采用一切必要手段寻找机会宣讲福音，争取最广泛的听众。我承认中国的统治阶级不是最有希

望的宣讲对象，但是我们整个使命不允许我们把他们忽略掉。而且他们领导与控制着民众，因此能

够争取到他们中的一个作为一种达到伟大目标的手段来说，比争取到在他们统治之下的二十个人

更为重要。就像在战争中一样，杀死或俘虏一个主要将领比杀死或俘虏一千个普通士兵更重

要。”［17］（p.11）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传教士对教化权力的争夺，更体会到其文化侵略的野心。

从实际效果看，教会学校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分享并瓦解了儒家教化权力。诚然，为了能够在中

国土壤上生根，教会学校并不排斥开设儒家经典，如早期的教会学校———徐汇公学校长晁德莅就亲

自编撰《中国文化教程》进行教学，甚至像中国私塾那样热衷于儒家经典的吟诵。但另一方面，教会

学校显然更关注《圣经》的学习与信仰的养成，同时，这也传播了科学与外语知识。特别引人注目的

是，早在1877年，当传统教化日趋衰弱、洋务新式教化刚刚起步不久，外国传教士竟然在中国成立

了全国性的学校教材委员会，拟定为不同层次的受众编写两套学校教科书。其科目包括［18］（p.86）：

（1）初级和高级的教义问答手册，以直观教学课的形式，各分三册；（2）算学、几何、代数、测量学、物

理学、天文学；（3）地质学、矿物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解剖学和生物学；（4）自然地理、政治地理、

宗教地理，以及自然史；（5）古代史纲要、现代史纲要、中国史、英国史、美国史；（6）西方工业；（7）语

言、文法、逻辑、心理、哲学、伦理科学和政治经济学；（8）声乐、器乐和绘画；（9）一套学校地图和一套

植物与动物图表用于教室张贴；（10）教学艺术以及任何以后可能被认可的其他科目。从中我们可

以清晰地体悟到传教士教化知识视野之开阔。它包括了宗教、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乃至教学艺术，

并兼容了中西学知识。对这一庞大的知识体系，传教士强调“所编之书，应合乎科学原则，但在适当

时机亦应表示上帝、罪恶、拯救等伟大真理”［19］（p.103）。很显然，这是精心设计的以宗教为核心之西

方教化图式。狄考文对此说得很明确：“（这一体系目的在于）培育幼童的智力、德性和宗教信仰。

不仅使他们成为上帝的功臣，维护并宣扬基督的真理，并藉教会学校传授西方文化与科学知识，提

供物质方 面 与 社 会 方 面 的 贡 献。此 种 贡 献，至 为 需 要，最 易 证 明，且 最 实 际，为 大 众 乐 意 接

受。”［9］（p.102）毫无疑问，传统的儒家教化遇到了劲敌，传教士不仅盯上了一般士人，更把教化视野扩

大至普通大众。他们疯狂地攫取本属儒生的教化权力，“有效地占据了转型期中国的知识和信仰高

地，致使儒生们受到屈辱，儒学的经典性被消解”［20］（p.153）。

三、连环冲击波与儒家教化体系的终结

维新派和传教士都从不同侧面扩大了西学的社会影响，然而，西学真正下沉至乡野村落，并形

成强大的社会心理效应，则缘于清末兴学、学制建立和科举废除所带来的连环冲击波。

维新派对西学传播的贡献可谓有目共睹，其“导演”的维新政治变法和教育改革更把对西学的

认识推向新的高度。然而，这一顺应历史潮流的改革却由于顽固势力过于强大而遭至灭顶之灾。

不过，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亲手扼杀戊戌维新变法的慈禧太后在此后八国联军的血腥围剿中幡然醒

悟，开始部分认同“变法自强”的价值选择。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在西安

颁布了“预约变法”的上谕，要求朝野重臣对内政外交进行全面革新，史称“清末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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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学校而言，清政府于1901年9月14日正式向全国颁布了“兴学诏”。诏曰：“除京师已设大

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

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21］（pp.5-6）朝廷一纸令下，遂致普遍存在且长期延续的各地书院开始

易帜更名，纷纷改为相应的学堂。其后不久，清政府又先后出台了“壬寅学制”（1902）与“癸卯学

制”（1904），仿日本学制建立了一整套与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相适应的系列学堂制度，从而在制度

上保证了清末“兴学”的正常运行。

书院改学堂是清末兴学的重头戏，它不只是一般的名称变换，而是标志着政府对西学价值的深一

层认识。诚然，西学早在洋务派所创办的新式学堂中已占有重要地位，但洋务新式学堂从19世纪60
年代至甲午中日战争的三十多年中仅建立三十余所，且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广大乡野村落并不知道

“西学”为何物。而清末新政“兴学诏”这一全国性通令，由于深切地关联着乡村普通士绅所固有的教

化权力、日常生活及生存危机，从而必然对其心灵深处乃至整个社会产生强烈的冲击效应。

就在清末“兴学诏”颁行后的一个月零两天，山西太原县的一个普通乡绅———塾师刘大鹏就敏

感地觉察到“西学”对儒学教化的蚕食和颠覆。他在日记中写道：“国家取士以通洋务、西学者为超

特之科，而孔孟之学不闻郑重焉。凡有通洋务、晓西学之人，即破格擢用，天下之士莫不舍孔孟，而

向洋学，士风日下，伊于胡底耶？”［22］（p.102）对长期从事基层儒学教化的刘大鹏而言，由“孔孟之学”

向“洋学”的士风转向，无疑是教化路线的根本转移，它指向的是“洋世界”，而不是儒生的圣贤理想

和礼义之邦。刘大鹏为此曾写下这样一首时事感怀诗：“晋祠民庶办官差，结彩张纬鼓乐谐。中国

渐成洋世界，能无触目致伤怀。洋夷过境县官迎，虽属深仇礼必诚。今日中华司牧者，都将大礼付

沟坑。”［22］（p.108）事实上，刘大鹏自己内心也非常矛盾，一方面，他十分鄙视西学知识，以为“洋夷无

他知识，惟利是趋，中华为礼义之邦，尊尚孝忠信，似不必尤而效之也”［22］（p.130），坚持儒家伦理本体

的价值追求。他声称：“学问之道，先须讲求伦理。伦理者何？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长幼

之序，朋友之信而已。五者不讲而惟利是图，得谓之学问哉？”［22］（p.146）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认为士

君子应该守住自己的道德底线，并称赞学堂中的中国助教者“闻洋夷为师而告退之者数人，可谓有

志气者矣”［22］（p.111）。另一方面，他也不得不承认学堂兴起的既成事实，并“命瑄儿上省报名应考”

大学堂［22］（p.115），从而曲折地表现出儒者对社会适应的固有特点。

朝廷“兴学诏”的颁行，书院改学堂，癸卯学制的实行，以及大量学堂的建立，对传统教化体系构

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但由于科举制度尚未最后废除，致使学子尚存一线希望，从而制约了新

式学堂的进一步发展。1904年，张百熙、容庆、张之洞明确提出废除科举制。他们在《奏请递减科

举》中写道：“科举未停，天下士林谓朝廷之意并未专重学堂也。然而科举若不变通裁减，则人情不

免观望，绅富孰肯筹捐，经费断不能筹，学堂断不能多。入学堂者，恃有科举一途为退步，既不肯专

心向学，且不肯恪守学规。”［23］（p.573）他们设想科举废除后，“中学”内容可以整合至各学堂课程中，

强调“现 拟 各 学 堂 课 程，于 中 学 为 注 重，凡 中 国 向 有 之 经 学、史 学、文 学、理 学，无 不 包 举 靡

遗”［23］（p.574）。遗憾的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中学”的魂魄是附在科举制度之上的，科举既废，

“中学”也就必然魂飞魄散。

因此，尽管张百熙、容庆、张之洞等人反复申言“中体西用”，并立之为晚清学制改革的指导思

想，声称“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

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23］（p.83）。但历史雄辩地证明，科举是中国传统教化的最后

堡垒，废除科举制度所带来的冲击波，足以摧垮儒家传统教化的最基层之组织系统。与张百熙、容

庆、张之洞等人的如意设想相反，不读经书的学堂蔚然成风。刘大鹏说：“今之学堂，所教者西学为

要，能外国语言文字者，即为上等人才，至五经四书并置不讲，则人心何以正，天下何以安，而大局将

有不堪设想者矣。”［22］（p.140）科举废除后，乡村社会教化系统顿时失去控制，人心涣散，士子中普遍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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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着畏惧、茫然、悲观乃至破灭等种种复杂情绪。这些在刘大鹏的几则日记里均有生动描述：

下诏停止科考，士心散涣，有子弟者皆不作读书想，别图他业，以使子弟为之，世变至此，殊

可畏惧。［22］（p.146）

科考一停，士皆入欧学堂从事西学，而词章之学无人讲求，再十年后恐无操笔为文之人矣，

安望文风之蒸蒸日上哉！天意茫茫，令人难测。［22］（p.147）

甫晓起来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日来凡出门，见人皆言科考停止，大不便

于天下，而学堂成效未有验，则世道人心不知迁流何所，再阅数年又将变得何如，有可忧可惧

之端。［22］（p.146）

概言之，由清末新政所上演的兴学运动、学制建立乃至科举废除，构成了层层相扣的连环冲击

波，共同摧毁了根深蒂固的儒家基层教化体系。作为民间社会的核心教化主体，乡绅刘大鹏们普遍

地感受到这一教化体系的终结，并无奈地哀叹：“圣贤之道将由是而泯焉”［22］（p.178）。与传统教化解

构相对应，一种以自由、平等、科学、民主、个性独立、生命关怀为旨趣的现代性教化，则伴随着中国

近现代社会经济转型和观念心理的变革而渐次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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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DisintegrationoftheTraditionalChineseEdificationof
ConfucianisLinModernTiLes

HUANGShu-guang
（InstituteofBasicEducationReform，DevelopmentofEast
ChinaNormalUniversity，Shanghai200062，China）

Abstract：ThenetworkforthetraditionalConfucianistedification，composedofschoolsandsocial
organizations，lastedforhundredsofyearsbecauseitwassuitableforthelong-standingsmall-scale
peasanteconomyinthefeudalsociety.However，theOpiumWarchangedthesituation.Asaresult，

thetime-honorededificationsystemwaschallengedintheunprecedentedsituationinmodernChina.
Itsstructureandphilosophicalideashadtobecomeflexibleandevensplitbecauseofthechangeofthe
socialfoundationandtheinundationofWesternlearning.Therefore，theoldknowledgesystemand
thenewonemixedandco-existedatthesametime.Ontheonehand，thetraditionaledificationkept
thesameConfucianistdoctrinesthatwerestillinterpreted，recitedintheprivateschoolsandobserved
inpeople’sdailypracticebecausetherewaslittlechangeintheruraleconomyduringtheforeign
interference.Ontheotherhand，factorsofmodernizationandsemi-capitalisminwardlyincreasedin
thecities.Somesober-mindedscholar-officials，underthecircumstanceofthepowerfulforeignattack，

begantoself-examineandcriticizesuchtraditionalideasas"takingrighteousnessmoreseriouslythan
benefit"，"payingmoreattentiontomoralitythanmaterialthings"，andquestioned"thekinglywayand
edification"whichhadlastedformorethanathousandyears.ThereformersofthelateQingDynasty
andthemissionariespromotedthespreadandacceptanceofWesternlearning.Besides，theschool
promotionpolicies，theestablishmentofneweducationalsystemsandtheabolishmentoftheimperial
examinationsysteminthelateQingDynastycontinuouslyandcompletelydestroyedthefirmly
establishedsystemoftheedificationofConfucianism.Infact，thedualstructureofthesocialeconomy
andtheinherentreformoftheeducationalsystemwerethedeep-seatedcauseswhichfinallybrought
theedificationsystemtoanend.Therefore，studyingthedisintegrationofthesystemofthetraditional
edificationofConfucianismisbeneficialtotheunderstandingofthecomplexityandcharacteristicsof
theedificationinthemoderntimesaswellasthemoraleducationandreconstructionofspiritual
civilizationinChinatoday.
Keywords：China；traditionaledificationofConfucianism；disintegrationinmodern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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